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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权利制度的演进逻辑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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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七十年来，宅基地权利制度五次变迁的演进逻辑为从国家权力驱动转向主体权利行使。 正

在开展的宅基地“三权”分置就是基于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考量，以权利行使机制为载体的制度安排，
其法律构造为“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户资格权）—次级用益物权” 。 宅基地“三权”分置

政策中的资格权和使用权对应的是宅基地使用权以及派生于其上的次级使用权。 坚持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将宅基地使用权分置为资格权和次级使用权，在资格权继续维系宅基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前

提下，借由次级使用权的“适度放活” ，彰显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实现宅基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农村

宅基地权利制度的未来立法应重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将次级使用权定名为“宅基地经营权” ，并进

一步明确其“得丧变更”规则。
关键词：宅基地权利制度；“两权”分离；“三权”分置；宅基地使用权；次级使用权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１５－１０

宅基地是农民重要的生活资料，是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宅基地权利制度经历了从一元权利结构到二元权利结构的变迁。 时至今日，宅基地所有权

与宅基地使用权分离的权利构造已然与农村现阶段经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脱节 ［１］ 。 基于此，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拉开

了宅基地权利制度由“两权”分离向“三权”分置变迁的帷幕。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通过引入

“资格权” “使用权”等新型权利，丰富了宅基地权利体系，扩容了宅基地权利制度功能。 虽然学

界和实务界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方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认识，但是在宅基地“三权”的法

律构造、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依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本文从宅基地权利制度

七十年变迁的轨迹切入，回顾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归纳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把握制度演进的

深层次规律，在此基础上厘清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思路与完善路径，消除理论与实践上的分

歧，以裨益于未来政策顺利“落地”于我国实定法。

一、宅基地权利制度的演进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宅基地权利制度经历了从农民私人所有到集体所有的嬗

变，最终形成了“两权”分离的权利格局，《物权法》与《土地管理法》为之配置了法律实现机制。
准确把握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改革初衷，必须梳理宅基地权利制度演进的历程及其

内在逻辑，挖掘隐藏于制度变迁背后的规律。
（一）宅基地权利制度形成的历史脉络

考诸涉及宅基地的法律和政策，宅基地权利制度的形成大体经历了酝酿准备、初步形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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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规范、成熟定型和转型升级五个历史阶段，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
１．酝酿准备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６１ 年） 。 在此阶段，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

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 １９５０ 年的《土地改革法》将土地（包含宅基地）公平、合理

分配给无地的农民所有，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人民政府颁发了统一印制的土地所有权证。
１９５４ 年的《宪法》第 ８ 条第 １ 款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农民土地所有制作出规定。 其后，农村社

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农业生产资料逐步集体化，变私有为集体所有，走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道路。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将土地、大型农具等转化为集体所有，
但房屋地基（宅基地） 、坟地不在入社之列，“农民所有，农民使用”的权利格局得以保存。 但农

民所有的土地基本上转化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也大多入社成为社员，拥有了“社员”身份，
为宅基地使用权的诞生做了准备 ［２］ 。

２．初步形成阶段（１９６２—１９７８ 年） 。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

正草案） 》正式将宅基地私人所有变为集体所有，标志着宅基地私有制退出历史舞台。 但在执

行过程中，存在政策认识不清、政策实施存在偏差等问题，引起了农民的恐慌，导致农民大量出

售房屋等极端现象。 １９６３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
创设了“宅基地使用权”这一新型权利类型，解决了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后房屋的占地权

源问题，避免农民享有的房屋所有权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逻辑悖论，初步形成了宅基

地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两权”分离的权利格局。
３．逐步规范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７ 年） 。 改革开放后，虽然“两权”分离的权利格局没有发生变

化，但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却处于不断地调整、完善中。 当时，为了遏制土地资源的浪费，国家加

强了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管理。 １９８１ 年的《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要求农民建

房利用宅基地必须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 １９８２ 年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首次

规定宅基地的面积标准，并规定因买卖房屋而产生的移转宅基地使用权需要满足的条件。 １９８６
年制定和 １９８８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范，以立

法的形式将长期以来的实践探索经验确定下来 ［２］ ，规定了农民建造住宅使用宅基地不能超过

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规定的面积；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当时的法律和

政策并没有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城镇居民可以通过买卖、继承等方式获得宅基地使用权。
４．成熟定型阶段（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 。 因经济的发展导致宅基地价格不断上涨，城市周边出

现炒卖宅基地的问题。 为了回应这一新的情况，避免农民轻率处分宅基地而丧失后续生存的保

障 ［３］ ，１９９８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 ６２ 条增加了“一户一宅”的规定，对宅基地使用权主体进

行限制，该权利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专享，缩小了权利原始取得的主体范围，凸显了宅基地

使用权的身份色彩。 同时，１９９９ 年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进一步明

确了“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 ，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对象，从制度上斩断了城镇

居民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渠道。 ２００７ 年的《物权法》在第 １３ 章专章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进
一步完善了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彰显了宅基地使用权的私权属性 ［４］ 。

５．转型升级阶段（２０１３ 年至今） 。 “两权”分离权利格局下宅基地制度在为农民提供基本生

存保障的同时，制约了其财产价值的实现。 受制于“房地一体”原则，对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和抵

押上的限制传递给房屋财产权，致使房屋所有权处于有“权”无“利”的状态。 由此，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民住

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并推动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使农

村产权流转公开、公正与规范。 这一顶层设计指明了宅基地制度完善方向，即以健全宅基地制

度为起点，实现农民住房财产权市场化为最终取向。 这些改革举措不仅步子迈得更大，更为系

统全面，且顶层设计者要求严格落实这些改革精神和改革目标，而非仅停留于政策宣传和政治

口号 ［５］ 。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举措相继出台，并涌现出“浙江象山模式” “安徽旌德模式”等

一系列具体的实践样态。 由是观之，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本阶段的制度典范和缺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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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宅基地权利制度的演进逻辑

宅基地权利制度的变迁是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回顾、反思宅基地

权利制度的酝酿准备、初步形成、逐步规范、成熟定型以及转型升级等阶段，贯穿于制度始末的

逻辑主线是，宅基地权利制度的主轴，即权利的形成、内容及实现完成了从国家权力驱动机制向

主体权利行使机制的变迁。 国家权力驱动和主体权利行使机制的区分渊源于宅基地兼具社会

资源和私人财产的双重属性 ［６］ 。 前者立足于宅基地的社会资源属性，遵循公法的逻辑，依靠土

地管理权行使驱动权利形成和实现，以政治目标的实现和行政权力行使的便利为最终归宿 ［７］ 。
后者立基于宅基地的私人财产属性，以经济效率实现和权利行使的便利为最终归宿，其摆脱对

国家权力的依附，国家权力的角色和功能及其合法性在于为私权行使提供条件和必要补充，当
事人各方权利行使形成的“横向权利互动”构成秩序形成的主要力量，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

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８］ 。 从国家权力驱动机制转变为主体权利行使机制，具体表现在价值取向、
功能定位和策略选择等三方面的转变。

１．价值取向：从政治追求转向政治追求与经济考量并重

在我国宅基地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追求和经济考量两条主线始终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并
最终塑造了制度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差异 ［９］ 。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治追求发挥主导作用，而
经济因素在早期宅基地制度的变革中无足轻重。 在酝酿准备阶段，土地改革本质上是国家为了

政治目的以政治手段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１０］ ，它确立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宅基地权

利制度，兑现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对政治意义的追求远大于对经济目标的

考量。 在初步形成阶段，政治因素的主导地位与权力驱动机制相辅相成，集体享有宅基地所有

权，农民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构造的形成，旨在服务于“一化三改”战略的实施。 依靠国家

权力的发动，借助我国制度的优势，以带有国家强制色彩的推行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

改造 ［５］ 。 其后，权力驱动机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延续、强化，表现为相关举措侧重于采

用行政管理的手段，从土地管理、土地规划等方面规范宅基地秩序，满足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政

治偏好。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进，宅基地权利制度变迁中政治因素的主

导作用开始减弱，经济因素开始彰显并逐步增强。 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驱动机制逐渐式微，而
主体权利行使机制开始兴起，并逐步强化。 在逐步规范阶段，１９８４ 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

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意味着国家的行政权力开始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退出 ［１１］ 。 《土地管理法》
把宅基地使用权界定为一项财产权，《物权法》更是从法律层面将其定性为派生于集体土地所

有权的、独立、排他、具有财产性质的用益物权。 在转型升级阶段，经济因素占据主要地位，政治

性因素退居次要地位，宅基地“三权”分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 主体对于权利的行使成

为制度运作的枢纽，搭载着提升宅基地的利用效率、激活宅基地的融资属性等目标的实现。
２．功能定位：从重社会保障转向社会保障、财产价值并重

虽然宅基地权利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存在着摇摆，但社会保障功能的维系一直是该制度的

核心关切，成为贯穿于制度演进始终的“红线” 。 在土地改革时期，宅基地所有权便蕴含着社会

保障功能，其后这一功能以不同的形式得到维系。 在初步形成阶段和逐步规范化阶段，集体土

地所有权大部分权能分离给宅基地使用权，保障农民“长期使用，长期不变” 。 在成熟定型阶

段，备受学界质疑的对宅基地使用权身份性和封闭性的强化，实质上就是为了维护其社会保障

功能，防止外来资本挤压农民基本生存空间 ［１２］ 。
国家权力驱动和主体权利行使机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是否蕴含社会保

障功能，而在于在保持该功能的同时，是否向该权利加载财产属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

放初期，受制于土地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的状况以及从严治乱的管控思维，宅基地本身所具有的

财产价值被掩盖，其对农民来说基本上就是一种生活保障资料 ［１３］ 。 近年来伴随着城乡二元结

构的松动，宅基地的资产属性被逐渐激活，农民希望将宅基地的利用扩展到生产领域。 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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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阶段，主体权利行使机制构建的重心就在于凸显、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价值。 “两

权”分离向“三权”分置变迁依然需要在保障功能和财产价值两者兼顾的基础上展开，而非仅关

注实现宅基地财产属性的实现而放松、忽视，甚至牺牲宅基地制度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
３．策略选择：从权力主导转向权利主导

在转型升级阶段，党和国家逐渐意识到农村社会矛盾的变化，开始允许地方开展以赋予宅

基地权利财产价值为核心的探索。 地方政府借此开展了富有创新性的实践，比较典型的是天津

市开展的“宅基地换房”模式和重庆市开展的“地票”模式。 “宅基地换房”模式是在政府的主导

下，将农民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置换为房屋所有权和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使土地与农

民的身份脱钩。 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个别地方存在急功近利和片面追求业绩的情形，侵害

了农民的利益 ［１４］ 。 而“地票”模式则采用宅基地资本化的方式，农民将宅基地整理并且复垦为

耕地后，可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在土地交易所中进行交易。 究其本质，这一模式在政府主

导的基础上，尝试调动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依然为公权主导下

制度变革的范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策略侧重于构建由农民集体或农民等权利主体主导的宅基

地流转模式，以解决宅基地利用粗放、退出不畅等问题。 农民集体主导的常见模式是农民集体

主动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统一安排开发、利用。 如江西余江，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全县 １０４０ 个自然

村累计退出宅基地 ２７５３０ 宗 ３７８８ 亩，其中有偿退出的 ５２３１ 宗 ９０１ 亩，无偿退出的 ２２２９９ 宗

２８８７ 亩①。 而农民主导的常见模式为农民直接转让、抵押宅基地使用权，以实现其财产价值。
例如云南大理市，其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范围扩张至县（市）范围内，允许宅基地使用权

直接流转给本县（市）具有成员身份的社会主体，以提高宅基地的利用效率 ［１５］ 。 直接放开宅基

地使用权的流转和抵押无疑是彰显其财产属性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也降低了当事人交易结

构的复杂性。 但其弊端显而易见：它过分重视宅基地利用效率和财产价值的提升，而忽略了宅

基地使用权身份属性所承载的稳定农村秩序、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重要价值，容易诱发农民的

失地风险 ［１６］ 。 这两种模式要求农民彻底放弃宅基地使用权，斩断了农民与宅基地之间的联系，
由于农民自身的“惜地”情结，农民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并不高，改革效果并不显著 ［１７］ 。 正因

“两权”分离权利构造在提升宅基地利用效率的缺陷，宅基地“三权”分置才有了出场的必要。

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城镇化的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彰显了宅基地权利的财产属性，实现了宅基地利用

主体的开放性，达到宅基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目的，以此吸引社会主体、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

战略，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而是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路

径实现这一目标。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抓紧制定加强宅基地管理指导意见，研究起草

宅基地使用条例，标志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开始逐步进入操作层面。 宅基地权利制度演

进的惯性决定了其不应超脱制度生成的传统另辟蹊径，而应嵌套于国家权力驱动向主体权利行

使演进脉络进行适度创新。 故此，需要着眼于宅基地制度演进的趋势，遵循农村社会发展需要

以及宅基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原则，厘定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权利构造。
（一）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争议和潜在共识

学界和地方政府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分歧主要围绕着其法律构造展开，并主要形成了以

下两条进路：
其一为“宅基地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进路。 持该观点的学者和地方政

府认为“三权”分置政策中农户资格权在法律上表达为一项成员权，它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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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身份为基础。 其权能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一是资格权人可以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二是资

格权人有权保有宅基地使用权，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三是资格权人可以享

有无偿且无期限限制的宅基地使用权；四是在对外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时，资格权人享有优先购

买权；五是资格权人在自愿无偿退出宅基地后，可再次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获得地票期权、公租

房等其他安置居住权益①。 而政策中的使用权指向的是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自由处分给社会主

体，可以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浙江义乌模式”为典型实践样态，在宅基地跨区域流转场合，
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户资格权发生分离，社会主体获得有偿的、最长期限为七十年

的宅基地使用权，农户保留资格权，并以此来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生活保障。
其二为“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户资格权）—次级使用权”的进路。 该观点认为

“三权”分置政策中农户资格权指向的是宅基地使用权，其依然是一项具有身份色彩的财产权

利，依然起着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功能 ［１８］ ，其财产价值不体现在直接的转让或抵押融资，而是

保障农户对宅基地的占有、使用与收益，同时通过设置并流转使用权，实现对宅基地的高效利

用。 政策中的“使用权”是由宅基地使用权派生出来的一项独立权利，是其“子权利” 。 基于对

使用权法律性质的不同认知，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债权说”与“物权说”两种观点。 （ １） “债权

说”主要是从实定法的角度，依据物权法定原则，在现行物权法没有修改的情形下，次级使用权

应定性为一项债权性质的利用权，即宅基地租赁权。 其理由在于：债权性质利用权并不违背“一

物一权”原则，可以与我国的物权体系相协调。 社会主体与农户之间订立租赁合同，通过租赁关

系来实现对宅基地的利用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宅基地租赁权的创设是在

现行法律框架下社会主体利用宅基地的唯一合法途径 ［１７］ 。 “浙江上虞模式”是典型的实践样

态，其以宅基地租赁权为着力点，允许农民将房屋连同宅基地出租给社会主体，用以发展民宿、
养老、休闲等经营活动，并为之配套了相应的公示方式，即登记。 经登记后的宅基地租赁权突破

了债权的相对性，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可以自由转租，也可以向各个金融机构抵押融资②。
（２） “物权说”则主要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将次级使用权厘定为一项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即派

生于宅基地使用权之上的次级用益物权。 “四川泸县模式”为典型实践样态，在该模式下，农户

负责提供宅基地，社会主体提供资金，通过“共建共享”将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相结合，提升宅

基地资源利用效率。 在权利类型上，出资方获得部分房屋所有权和对应分摊土地部分一定期限

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居住或经营，并允许直接转让、租赁和抵押；而农户则享有房屋所

有权，以及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③。 社会主体事实上取得一项有固定期限的次级用益物权。
由是观之，两条进路均认识到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目的在于在维系宅基地制度社会保障功

能的前提下，解决其财产属性不足的问题。 其争议的核心在于通过何种权利构造达成这一目

标。 前者系将农户资格权独立成权以承载社会保障功能，而将宅基地使用权改造成不具有身份

属性的财产权利，以表达其财产属性；而后者则延长了“两权”分离格局下的权利链条，丰富宅

基地权利体系，在关照农民居住保障的同时，激活宅基地的财产属性。
（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权构造

基于对政策中“资格权” “使用权”法律性质的不同认知和解读，学界和地方政府形成了宅

基地“三权”分置不同的权利结构。 因此，需要对这些不同的实现路径进行理论上的检讨，最终

厘定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应然法权构造。
首先，“宅基地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进路并不具有可行性。 主要原因有

二：（１） “农户资格权”独立成权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中意义有限。 既然农户资格权

在法律上表达的是农民取得以及保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那么一旦农民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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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义乌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细则（试行） 》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 。
参见《上虞区宅基地及房屋租赁使用权登记办法》 。
参见《泸县农村宅基地共建共享暨综合开发的指导意见（试行） 》 。



后，就脱离了宅基地使用权，保留农户资格权的论断在法理上站不住脚 ［１８］ 。 “农户资格权”独立

成权所预设的前提是由集体经济组织为“留权不留地”的农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 这在诸如浙

江义乌等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尚可实现，对大部分农村地区不具有借鉴、推广意义。 而且

判断农户资格权的有无需要诉诸成员身份的认定，我国现行法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的认

定没有形成明确的标准，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 ［１９］ 。 这就容易造成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调整成员

身份的认定，侵害农民的财产利益，触及“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 （ ２）放开宅基地使用权的

流转背离了制度演进逻辑。 从制度演进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是宅基地使用权身份属性日趋强

化，对其流转的限制日趋严格，以更好地体现、维系其保障居住的功能。 “两权”分离权利格局

成熟定型的标志是现行法律和政策明确了宅基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

专享，不得对外流转，也不得抵押，只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 ［２０］ 。 通过放开

宅基地使用权，允许其流转给社会主体，意味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要脱离制度演进逻辑，
推翻现行法律和政策而另起炉灶，在解决宅基地利用低效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会衍生出诸多

其他理论与实践难题。
其次，“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户资格权）—次级使用权”进路的优势在于延续

了原来“两权”分离权利构造下关于宅基地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契合了宅基地权利

制度的演进逻辑，在坚守“两权”分离格局的基础上依托宅基地使用权派生出的次级使用权实

现宅基地由农民集体、农户以及社会主体共享共用，丰富了宅基地的利用主体。 该条进路也并

不排斥成员权的规则的明晰与完善，其属于“落实宅基地所有权”应有之义 ［２１］ 。 但将次级使用

权界定为债权性质的租赁权存在着不合目的之处。 “适度放活使用权”意在改变宅基地低效和

粗放利用的现状，显化宅基地及其上房屋的财产价值，从而盘活农村存量宅基地 ［２２］ 。 但债权性

质的宅基地租赁权偏离了这一政策目标。 主要理由在于：（１）无法对社会主体的长期投入产生

有效的激励。 社会主体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其对宅基地的长期投入、经营是建立在权利得到

充分保障的基础上。 宅基地租赁权本身具有不稳定性，无法避免权利人实施的机会主义行为。
社会主体的权利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显然不利于实际利用者形成稳定预期，无助于驱动其对

宅基地的长期投入，反而会催生粗放使用宅基地的短视行为。 （ ２）有碍于融资功能的发挥。 由

于宅基地租赁权不需要登记，以之为客体的担保物权难以设立。 至于学界和地方政府提出的宅

基地租赁权物权化的方案，表明其已经意识到权利本身的局限，但是强行赋予宅基地租赁权以

物权权能，不仅会破坏我国既有的债权规则，也与大陆法系物债二分的权利体系存在直接的冲

突。 与其如此，还不如索性创设一个物权 ［１７］ 。
最后，“宅基地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次级用益物权”为宅基地“三权”分

置的应然法权构造。 结合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目标，其本意在于把“三权”在同一层次上

进行一体保护，就是将次级使用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来看待。 有的学者认为，政策中的使用权

定性为一项次级用益物权有悖于“一物一权”原则 ［２３］ 。 对此，有必要回应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

项用益物权，能否派生出与之同样具有用益内容的次级用益物权。 根据“一物一权”原则，同一

“宅基地”无法产生种类相同、具有相同效力的用益物权。 但是该原则并不排斥物权人在同一

物上自由“堆叠”物权权利，以实现对物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充分利用 ［２４］ 。 同一物上“堆

叠”两个用益物权在我国实践中也并不鲜见。 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为了提高自己不动产的效

益，权利人可以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土地使用权之上创设地役权，以满足他人利

用其不动产的目的。 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之上派生次级用益物权不存在理论和法律上的障碍。
当前问题已经不再是宅基地使用权上能否派生次级用益物权，而是应如何处理二者冲突。

如同理论通说所认为的同一抵押物上可以设定多个抵押权，它们的内容一致，但具有次序先后

之分，这一处理思路完全可以延伸到用益物权领域 ［２５］ 。 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创设的次级使用

权均为用益物权，虽无性质之别，却有先后次序之分。 后设立的次级使用权在存续期间，在重叠

的权能范围内，对宅基地使用权行使构成了限制，权利人有权优先对宅基地进行占有、使用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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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之而获得的收益。 同时，分置出来的次级使用权作为一项独立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

权，权利的处分（转让或抵押）无需经过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同意。 待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宅基地

使用权便自然恢复原来的完整权能状态。 宅基地使用权并没有期限的限制，完全可以在其上为

其他社会主体创设一个有明确固定期限的用益物权，实现对宅基地的有效开发与利用。
宅基地使用权派生出新的次级用益物权不仅能实现理论上的自洽，也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功

利。 单纯从期限上将宅基地使用权直接流转解读为永久性转让，将物权性质的次级使用权生成

及流转解读为一定期限的转让，认为两者没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显然误读了宅基地使用权与次级

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新型权利生成的社会价值。 首先，这一进路在保障农民居住权益的

前提下拓展了农民的自治空间。 农民可以在宅基地使用权上创设一定期限的次级使用权，连同

房屋所有权一并处分给他人，确保了农民对自有住宅的处分自由。 但次级使用权生成并未斩断

农户与宅基地之间的关系，宅基地使用权人依然具有以下权利：一是有权获得宅基地使用费，并
可根据土地的升值情况增加使用费；二是有权获得征收补偿，取得与宅基地使用权有关的补偿；
三是有权有偿退出宅基地；四是有权监督宅基地的利用，必要时可以提前收回宅基地 ［１６］ 。 次级

使用权的设立，也不妨碍农民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身份对集体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
益权、分配权等，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保障 ［２６］ 。 这两种保障机制相辅相成，有效地保护了

农民的利益。 其次，次级使用权的生成，满足了多元主体利用宅基地的需求。 社会主体依托物

权性质的利用权，可在一定期限内稳定占有、使用宅基地，可以再次流转。 随着利用主体范围的

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就促进了城乡要素流动，提高了宅基地利用效率。 最

后，次级使用权的创设也释放了宅基地担保功能。 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并未禁止宅基地

使用权之上派生的物权性质利用权的抵押，次级使用权人可以为第三人创设抵押权。 抵押权人

在实现抵押权时，其效力只及于次级使用权本身，不及于宅基地使用权本权，更无法及于宅基地

所有权 ［２７］ 。 即便是抵押权实现的场合，农户依然保有宅基地使用权，维持与宅基地之间的联

系，其所丧失的不过是一定时间段的使用权。

三、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实现方案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路径，在立法论层面既牵涉重构宅基地使用权，又需要创制关于

政策中使用权的相关规则。 自立法论层面而言，未来立法依然要将宅基地使用权塑造为一种兼

具身份属性的财产权，而将次级使用权塑造为一项纯粹的用益物权。 这也是民法典物权编的当

下选择，应予坚持。
（一）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使用权的重构

首先，宅基地使用权“收益”权能的回归。 宅基地使用权应增加收益权能，塑造为“名实相

符”的用益物权。 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权能完整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枢

纽。 从法律意义上，次级使用权的生成、流转与抵押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与实现方式，是宅基

地使用权“收益”权能的体现，只有借由权能完整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方能有效推进“三权”分

置改革。 其二，权能完整的宅基地使用权是宅基地由生活资料向经营使用转向的必然要求。 随

着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宅基地已经不限于满足农民的生活性使用，农民和社会主体对于宅

基地的使用由生活性逐渐转向出于营利的目的而进行的经营性使用。 因此，要完善宅基地使用

权规则，明确将“收益”权能纳入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并允许农户和社会主体利用宅基地适当

开展经营性活动。 在赋予宅基地使用权完整权能时，也需要继续保留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

性，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条件，确保符合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无偿获得宅基地使

用权，实现与民法典物权编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衔接 ［２８］ 。
其次，宅基地使用权登记规则的立法完善。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产生的是对抗抑或是生

效效力，现行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理论上也是歧见纷呈。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宅基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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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登记无用” ，理由在于“宅基地使用权主体在现行法下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彼此相

识，甚至本家，乃至亲属，加之现行法严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本村村民占有宅基地上的

房屋即足以公示其对相应范围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因此，就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可以以占有为

公示方法” ［２９］ 。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登记无用论”无法满足深化宅基地权利

制度改革的需要，无法起到保护农民权益的作用。 故此，需要健全宅基地使用权登记规则，贯彻

登记生效主义。 主要理由在于：其一，采登记生效主义是贯彻“三权”分置改革，强化宅基地使

用权效力的需要。 宅基地“三权”分置在形式上应具体化为三种权利类型的并立与对抗，关系

到三类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制衡 ［３０］ 。 宅基地的利用主体不局限于熟人之间，其影响的范围也

超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必然需要更加稳定、权威的公示方式。 宅基地使用权采用登记生

效主义，可以保护不同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确定权利的内容与界限，避免因权属不清造成潜

在混乱与纠纷，保证交易的安全。 其二，采登记生效主义便于国家对宅基地的管理。 “宅基地使

用权涉及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管理，更是一种重要的用益物权。 从长远发展上看，对宅基地使用

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进行登记，既有利于加强土地管理，又有利于表彰物权的状态，从而减少

争端” ［３１］ 。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行的背景下，理性的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会

违法占地或者超规模建房，工商资本也会趁机下乡“圈地” “炒地” ，这势必会导致宅基地的无序

扩张，挤占农村的耕地面积。 从强化宅基地管理的角度，国家应该进一步健全宅基地登记制度，
以规范各类主体对宅基地的利用行为。

最后，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探索。 宅基地“三权”分置激活了宅基地的财产价

值，对实现宅基地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该政策的出台压缩了宅基

地收回制度的适用空间 ［３２］ ，无形之中扩大了农民自愿有偿退出的适用范围。 从功能上看，农户

自愿退出宅基地，可以有效解决宅基地利用的分散、低效状态，既可以将闲置的宅基地复垦，增
加耕地的供给，又可以实现对居民点的归并，实现宅基地的集约利用。 对于已经举家搬迁到城

镇并能获得稳定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应允许其自愿退出宅基地。 在“三权”分置场合，农民在

退出宅基地使用权时，应取得次级使用权人的同意。 在宅基地使用权灭失后，次级使用权因此

而灭失，宅基地使用权人应给予次级使用权人合理的经济补偿。
（二） “三权”分置下次级使用权的立法论安排

第一，宅基地“三权”分置下次级使用权的法律定名。 对于政策中“使用权”的法律名称，学
界存在着不同的主张：有的学者建议采用“宅基地经营权”来指称社会主体取得的宅基地权利，
以此来区别创设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的宅基地使用权 ［１７］ 。 有的学者建议采用“地上权”来指

称创设于宅基地使用权之上的次级使用权，用以阐明使用权所具有的功能与效力 ［３３］ 。 有的学

者建议在设置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利名称时，可以在保留集体经济组织的宅基地所有权、农
户宅基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体使用宅基地的权利统称为“宅基地利用权” ［２６］ 。 总体而

言，“地上权说”较为形象地揭示出次级使用权所具有的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功能，以及所具

有的权能。 但地上权有其法定的内涵，其是对土地的一种限制物权，意在保障以建造和长期拥

有建筑物为目的的土地利用。 域外传统的地上权在我国被细致化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宅基地

使用权。 因此，以“地上权”指称次级使用权容易造成用益物权体系的混乱，不仅无助于政策

“落地” ，反而会破坏我国现有的物权法体系。 而“利用权说”是对权利功能的简单描绘，而非特

指一项性质清晰、权能明确的法定权利类型。 宅基地利用权是一个属概念，泛指社会主体使用

宅基地的多种土地权利类型，如宅基地租赁权、宅基地经营权等，无法上升为法定的物权类型。
基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意蕴，结合现行法的规定，宜采用“宅基地经营权”的称谓。

理由在于：其一，宅基地经营权与宅基地“三权”分置中使用权的内容名实相符。 从法理的层面

上看，法律名称是法律概念的形式载体，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名称的内容表达 ［３４］ 。 “宅基地经营

权”从名称上就反映出它是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彰显宅基地财产价值的产物，并与宅基地“三

权”分置中使用权所涵摄的内容相一致。 其二，宅基地“三权”分置中使用权定名为宅基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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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有助于民法典物权编中法律术语的衔接与统一。 立足于统一农地权利体系化的需要，承包地

“三权”分置与宅基地“三权”分置应采用统一的逻辑 ［３５］ 。 承包地“三权”分置率先在新修订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土地经营权”概念，且民法典物权编亦沿用了“土地经营权”概念。
从统一法律术语、实现农地权利体系化建构的角度出发，次级使用权应定名为 “宅基地经营

权” 。
第二，宅基地经营权的条文设置。 其一，厘定宅基地经营权的具体权能。 其具有占有、使用

与收益的权能，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以及社会主体三方主体共享宅基地资源。 由于宅基

地经营权建立在宅基地使用权之上，且经营权以登记为权利设定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的宅基

地使用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也就无从派生出具有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宅基地经营权。 其

二，明确宅基地经营权的存续期间。 宅基地经营权为一项用益物权，其生成的目的在于赋予农

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终结农民财产权贫困的状态。 宅基地经营权自身

没有背负社会保障功能，而是一项典型的用益物权，具有明确的存续期间。 关于宅基地经营权

届满后所衍生的房屋处置问题应先交由当事人协商，或创设新的使用权允许权利人继续利用宅

基地，或农民在给予权利人补偿的情况下收回宅基地经营权。 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应从保

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允许农民收回期限届满后的宅基地经营权，恢复农民对宅基地的控制、
使用，但应给予房屋所有权人适当补偿。 其三，建立宅基地经营权征收补偿机制。 宅基地经营

权作为独立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在征收时，权利人应具有直接的受偿权，这也是其作为

物权的应有之义。 在征收过程中，应区分不同的权利（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与宅基地经营

权）分别以不同的标准对之进行补偿。

四、结语

宅基地权利制度的变迁走过一条从主要服务于实现政治理想到关注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
从注重宅基地产权的社会属性到重视其经济属性的变迁道路。 宅基地的财产价值与其保障功

能的张力始终贯穿其中。 现有“两权”分离权利构造下的宅基地使用权的社会保障属性体现为

成员的专属性，在此基础上的改革方案始终无法开解“稳”与“活”之间的死结，未能形成理想的

改革方案。 为了实现“稳”和“活”之间的有机统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方案延长了“两权”
分离构造的权利链条，派生出次级使用权。 社会主体可以借助次级使用权实现对宅基地长期、
稳定的利用，也可依托次级使用权释放宅基地的融资功能，打破了“两权”分离构造下的改革困

局。 宅基地“三权”分置代表的是未来宅基地制度发展的方向，需要重新构造宅基地使用权，并
从称谓、得丧变更方面对次级使用权给予细致的规范，最终使之获得明确的法律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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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席志国 ．民法典编纂视域中宅基地“三权分置”探究［ Ｊ］ ．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８（４） ：４６－５１．
［３４］丁文 ．论“三权分置”中的土地经营权［ Ｊ］ ．清华法学，２０１８（１） ：１１４－１２８．

（责任编辑：刘浩）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Ｇｕｏｄｏｎｇ， ＣＡＩ Ｌｉ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ｆｒｏｍ
“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ｒｉｖｅｎ” ｔｏ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Ｔｈｅ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ｉ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 ｆａｒｍｅｒ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 Ｔｈｅ ｌａｗ ｓｈａｌｌ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ｂｕｔ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ｉｎｔｏ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Ｒｅ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ｏｕｓｅ ｂａｓｅ，
ｎａｍ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ｏｕｓｅ ｂａｓｅ ａｓ “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ｂａｓｅ” ，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 ｏｂｔａｉｎ， ｌｏ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 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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